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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台灣將「革命實踐研究院」更名為「國家發展研究院」。2003年，中

國大陸將「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合併更名為「中國國家博物館」。

在新世紀的開端，這兩件和命名有關的事件，意味Q貫穿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

的「革命」話語，終於從公開展示的政治場合消逝。但是，這並不意味Q「革命」

的政治遺產已消逝殆盡。儘管中國國民黨的「黨國」通過在台灣的「在地化」和政

體轉型而成功消化了其革命出身，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執政地位和執政

模式依然表明，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政治沒有擺脫與「共產革命」的血緣關係。因

此，在中共慶祝其建黨九十周年並暢想其百年慶典時，對共產革命和中共歷史

的研究就不僅具有現實意義，還應有一種前瞻的視野。這種關懷體現在研究框

架的變化上，就是應將研究的視域和問題意識，從「革命政治」轉向「鬥爭政治」。

所謂「鬥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依照美國學者麥克亞當（Doug McAdam）

等人提出的定義，是指「發生在提出要求者（maker of claims）和他們的要求對象

（objects）間偶爾發生的、公眾的、集體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發生在（a）至

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對象，或者是要求的贊成方，（b）所提出的

要求一旦實現，將會影響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時」1。社會運動、革

命、戰爭、罷工浪潮、利益集團衝突、民族主義、民主化等不同的鬥爭形式，均

可納入「鬥爭政治」的分析框架。

「鬥爭政治」有兩種形式：有節制的（contained）和逾越界限的（transgressive）

鬥爭。革命無疑屬於後者，但和其他鬥爭形式一樣，都有「推動並改變衝突的若

干共同機制」，即「貫穿整個鬥爭過程的新的行動者和認同的產生；由將以前相

互隔絕的各地遭受侵害的怨民聯繫起來的行動主義份子們所進行的居間聯絡；

導致派系分裂和種族的競爭者之間展開的競爭，如此等等」2。

中國二十世紀的紅色革命，在革命發動者眼P，是一場階級戰爭，而且是

世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一部分。但在理論上如毛澤東般把一個農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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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的大多數農民劃分成「半無產階級」，是一回事；而如何讓這些農民認識到

自己屬於一個「階級」，並因為認同這個「階級」而投身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

卻是另一回事。這其中蘊含Q一個巨大的革命動員難題。在一般情況下，一個

中國農民不會跟外來的「階級兄弟」講團結，而是會更認同於本鄉本土的富人，

更不用說跟他有血緣關係的宗親，即使宗親是「另一個階級」的人。中國農村中

的革命動員，必須突破基於傳統的三大障礙：一是地緣認同；二是血緣宗親認

同；三是「造反」的心理障礙。只有打破這三大障礙，產生新的群體意識和認

同，農民才有可能投身到一場殘酷的「階級戰爭」之中。

然而，要實現這樣的突破，宣傳教育之類的動員顯然不起決定性作用。唯

一的法門就是訴諸暴烈的革命行動，把人們捲入其中，劃分出敵我陣營，從而

迫使人們站邊。一邊是不斷的行動和不斷的認同選擇，一邊是革命的說教和階

級意識的灌輸，最終以實現動員的目的。我們把這樣的動員模式，稱為「政治行

動主義」。

一　傳統的障礙：制約革命動員的認同結構

我們發現，在1920至30年代的紅色革命中，傳統認同結構對於革命動員形

成了巨大的障礙。雖說深入農村動員的革命者往往要利用傳統的關係開展工

作，但從根本上說，如果不對傳統加以徹底改造，新的群體意識如階級意識就

很難形成，革命動員也就無法完成。革命組織者開始動員時，首先面對的困難

就是動員對象（農民、工人、學生、市民等群體）的認同結構非常多元，而且這

些認同，如地域／同鄉認同、宗族／族群認同和情感聯繫（因同事、友誼等個人

關係而來的），深深內嵌在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和文化中，是維持傳統社會形態

的強大黏合劑。革命組織者要打破傳統社會結構，首先就需要解決這些認同對

動員造成的制約。

（一）地域／同鄉認同

在民國政治史的研究中，不少學者已經分析了地域認同對於高層政治鬥爭

的影響，但在底層和微觀的層面，地域認同如何制約共產革命中的政治動員，

仍有待更全面深入的分析。中國傳統社會靠大一統的意識形態維持國家的統

一，但在這個社會中也始終存在各種強大的小共同體認同，以語言、歷史傳

統、風俗習慣和省域邊界為依據形成的地域認同即其一。

地域認同是早期制約紅色革命組織的凝聚力和動員效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方面，革命組織常常依賴地域同鄉關係來吸收成員，典型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

全國代表大會（一大）時期五十多位黨員中，湖南籍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這和新民

學會這一湖南人的團體有Q重大的關係。各地方的黨團組織成立後，「一地方的

工作幾乎完全依賴於當地少數幾個活動份子，而發展黨團員就依賴個人的同學、

同事、同鄉、親戚等等關係」3，這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不過，這樣擴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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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百年中國與世界 其缺陷就是黨團成員地域分布很不平衡，吸納新成員和動員群眾、擴大影響的能

力很弱4。一方面，一個地方靠幾個關鍵活動份子吸收的黨團成員，很大部分就

是以地域為基礎的同鄉網絡中的成員；另一方面，這樣吸納而來的組織成員，其

認同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仍然維持Q原有的格局，從而使他們對黨團組織的認同難

以有效建立起來。一旦原來的介紹者離開組織，連帶其關係人也會退出5。這導

致早期的黨團組織成員流動性很大，組織難以鞏固，活動很難有效展開。

農民群體作為革命動員的主要對象，其地域認同更加強烈。農民的地域認

同中一個基本的特徵是對外地人（「熟人社會」中的外來者）的不信任甚至拒絕接

觸。彭湃1920年代初在海豐發動農民運動，當他放下架子去和農民交談時，幾

乎沒有人信任他；後來，經過一個本地農友的幫助和引見，他才能第一次走進

農家和農民聊天，農民對他的戒心才消除。彭湃發現，在小小的海豐一地，各

區鄉的農民是互不認同，彼此爭鬥的。各鄉各姓械鬥衝突時分別打黑、紅兩種

旗幟作為認同象徵，械鬥殺人非常激烈，即使親戚在其他顏色的旗幟之下，也

不會阻礙殺戮。最終成立農會時，彭湃特意設計了黑紅兩色聯合的會旗，「我們

不用黑，也不用紅，用黑紅旗聯合當日械鬥的勇敢奮鬥的精神來幹革命，所以

農民黑紅觀念從此打消了，共用一農旗。」6

農民地域認同中對於革命動員最大的一個障礙，是他們信服本地社群（縣、

鄉、省）中歷史上產生的政治權威，如軍事強人或省一級的政治官僚，但很難輕

易認同外來政治勢力。他們往往寄希望於本鄉的某個權威來維護其利益，解決

社區中發生的衝突。在陳炯明當政之後，「處在陳炯明家鄉主義底下的農民也曾

歡天喜地的慶祝『我們老總（海豐人呼陳炯明表示親愛之別名）』必能福蔭同鄉，

能夠登基做起皇帝更好」7。地域認同消解了革命組織者所希望建構的階級認

同，致使鬥爭無法按照「農民VS.地主豪紳／軍閥」這一對壘方式進行。

農民的地域認同中還有一種「城鄉對立」的觀念，這是因為農民向來被城鎮

居民所歧視，而很多地主（所謂的「離鄉地主」）又大多居住在城鎮。利益衝突與

城鄉歧視使得農民在地方性鬥爭中，往往將其鬥爭對象指向了籠統的「城P

人」。如1928年福建永定的暴動中，「永定各地的農民特別是附城一帶，因為受

城P豪紳政治勢力壓迫太厲害的緣故，常有一種普遍的『殺盡城內人』的觀

念。⋯⋯這種『殺盡城內人』的觀念，有地方主義的傾向。」8「城市方面的一般

人，對於鄉下人有鄙視欺侮的舉動，是很普遍的事實，因此發生了城鄉惡感。

永定的城鄉惡感尤為厲害。所以當溪南組織農會時，便有『打倒城內人』的口

號。⋯⋯他們都說：打進了城不但要殺盡搶盡燒盡，而且要將城牆拆去。於是

城內豪紳地主便利用這些口號去煽動城內貧民仇視我們。果然，一般貧民受其

利用，做偵探，當團丁，做嚮導，無所不為。⋯⋯這種無階級意義的口號是錯

的，反而形成城鄉的鬥爭了。」9在這一事例中，城鄉之間的認同和對立無疑已

經嚴重影響到鬥爭按照「階級利益」的陣營邊界展開，阻礙了「階級鬥爭」。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曾指出同鄉網絡是工人群體走向行動主義的橋樑bk，

但我們也可以找到很多相反的例證表明同鄉地域認同阻礙了革命動員，在工人

聚集的產業地區均可發現這一現象。如在1928年的江西，樂平鳴山（煤礦）工人

分三幫，即湖北幫、湖南幫和樂平幫。內中湖南幫「最革命」，樂平幫次之，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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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幫則為公司所利用而高踞工人群體的頂層。湖南幫多半來自水口山安源，樂

平幫多半做苦功而工資最少，湖北幫則有四個工頭，工頭利用鄉土觀念又再分

出二、三、四等的工頭。因此，湖南幫對於湖北幫非常厭恨，樂平幫亦同情於

湖南幫。當年1月底，湖北幫同湖南幫大打其架，湖北幫的工頭向公司告密，說

湖南幫的領袖是共匪，這次的舉動是共產黨指揮的。於是，公司以3,000元賄通

樂平縣長，派靖è團抓了三個工人去了。當時，來自湖南和樂平的工人均非常

氣憤，立即要求中共領導他們暴動。工人同志說：「在『殺湖北佬』的口號之下，

可以召集一千餘工友起來行動。」bl

此時，鬥爭的起因無疑是工人內部的利益衝突，但其動員的動力，卻決非

來自共產黨所期望的「工人」與「資本家」（和工頭）之間的階級利益衝突，而直接

源自以省籍觀念為界限的地域幫派間的仇恨，而且鬥爭的對象指向了同為「工

人」的內部群體。共產黨的革命領導人試圖要求當地工人把「殺湖北佬」的口號改

為「殺工頭」，但後來因種種因素不了了之。「殺湖北佬」的口號鮮明地揭示了工

人群體內部的衝突原本是按照地域認同而展開的（當然這種地域認同中也對應Q

利益關係的等級結構），而「殺工頭」口號的提出則表明革命組織者在有意識地引

導鬥爭方向從「地域認同」轉移到「階級認同」。雖然鬥爭的對象大體仍是同一個

群體，但兩個不同口號所建構起來的群體意識卻天差地遠。

以上事例表明，農民和工人群體的地域認同在很多地方嚴重影響到革命組

織者深入傳統社會和社群發動革命，它常常使得農民群體本身陷入分裂的內部

鬥爭，導致革命組織者希望的「階級鬥爭」難以出現。甚至在後來的蘇維埃政權

中，地域認同也影響到革命陣營的團結，如1928年7月平江暴動後成立蘇維埃的

過程中，出現了「平東兩個區蘇維埃爭地盤」的現象bm，有些地方的蘇區赤è隊和

紅軍作為保è根據地的武裝力量，「多半是顧本村，很難調動作戰」bn。這些均表

明，「地方主義」始終是運行於革命運動中的一種反向力量。

（二）宗族／族群認同

有學者指出，「作為運動組織的基礎，民族主義和種族或宗教總是比社會階

級的絕對律令更可靠，其原因就在於它們能促進團結一致和集體認同。」bo在中

國1920至30年代華南和華東等地的「鬥爭政治」中，宗族與族群作為集體認同的

單位，其作用更為顯著。這首先是因為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單位是家庭和家

族，而非西方社會中常見的宗教團體、職業團體、俱樂部、協會、利益集團次

等級社會團體bp。而華南和華東地區較之中國其他地域，其宗族結構更為完善、

穩定，對於社會生活和地方治理的影響也更強大。而且，這些地區還存在Q各

種形式的宗族與族群衝突，最常見的形式是各地普遍存在的宗族和土客籍之間

的血腥械鬥，有時甚至達到戰爭的規模。學界對於這些地區的宗族和族群問題

的研究已經有豐富的成果，具體到這些問題如何影響革命動員，近年來學界也

有較多的論述bq。本文僅強調如下三點：

第一，宗族與族群認同作為小共同體認同阻礙了革命者發動統一的政治鬥

爭，成為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革命話語進入傳統社會的障礙，即如毛澤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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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百年中國與世界 言，「無論哪一縣，封建的家族組織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個村子，或一姓幾個

村子，非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村子內階級分化不能形成，家族主義不能戰

勝。家族組織在農村中，作怪得厲害的，不在大的豪紳，而在中間階級，這是

最大的問題。」br這不難理解，對一個傳統農民而言，平時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鄰

里，即使與自己貧富懸絕，但很可能總有七拐八帶的親屬關係，這些關係又統

攝於族權之中，要讓他們自己掙脫殊為不易。

第二，這些認同導致的衝突也為革命鬥爭提供了豐富的「引爆點」。在很多

事例中，革命者正是通過利用這些地方性的衝突事件發起暴動，並引導鬥爭打

破原有的認同界限，扭轉鬥爭的方向，試圖使其走向「階級鬥爭」。因此，宗族

和族群衝突在某些環境中事實上是一種革命的「機會」。

第三，宗族和族群衝突的內在邏輯（認同和利益衝突）在革命進程中始終沒

有完全消泯，甚至有些以「革命」面目出現的「鬥爭」，其實質是原有的宗族、族

群衝突借用一套新的話語，如國民革命階段農運中的打擊「土豪劣紳」和土地革

命階段的「階級鬥爭」等，使鬥爭得以表達和繼續展開。

換言之，不管從話語的角度還是從行動的角度來看，宗族與族群衝突和革

命鬥爭均存在複雜的互相利用關係。

（三）造反的心理之障

革命就是造反，尤其是以「武裝鬥爭」標誌的中國紅色農民革命，更是赤裸裸

的造反暴動。讓老實巴交的農民投身於造反事業，如果不突破其心理障礙，幾乎

是不可能的事。何況絕大多數個體農民均嵌身於千絲萬縷的傳統人際關係中，其

一人之選擇受制於這些關係和顧慮，也會對其造成心理壓力。如湖南株洲的革命

者李文回憶，當黨來動員其參加革命時，其母親聞之驚惶萬狀：「你們叫我仔造

反，不行！不行！千萬不行！」急忙連拖帶罵將來人趕走bs。類似的事例亦可見

諸彭湃的動員經歷：他最初尋找到的兩個「同志」張媽安和林沛，積極性很高，

願意跟隨彭湃做農運工作，但過不得幾天就悶悶不樂，一問之下，發現原來「我

們父母及兄弟等看我天天不到田P去做工，到你處閒遊，很不滿意，我聽父母

罵我：『你去跟彭湃，彭湃不怕餓死，你就會餓死哩！』我今天出來的時候，我

的父親幾乎要打我。不只父親母親，兄弟老婆也同一樣的不滿意」bt。

相對而言，在失地而且失業的流民那P，這種障礙要小得多，但在一般情

況下，他們的鋌而走險也僅限於「落草為寇」。1927年一份江西的黨內文件分析

道：「贛東地屬平陽，純屬小農經濟之區域，土匪的產生本少可能性，當土匪的

人不都是純為餬口，倒多數想發橫財。據在匪眾中的調查，他們百分之七十為

小手工業者，百分之十為封建社會P的破落戶農民，百分之十為異地散兵，百

分之十為有耕地的貧農。」ck可見，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即使是社會最底層的「破

落戶農民」，徹底走上與社會「常規」對抗的道路的可能性也很小。

在廣東等地，那些實在無計謀生的失地農民，寧願冒九死一生的風險賣身

出洋做「豬仔」，或淪為城鎮乞丐，也不會將暴力造反作為改變其命運的首選。

農民參加造反，按過去的說法，是因為活不下去了。然而，真實的情況是，儘

管紅色革命多發生在貧困的山區，但那P的農民是不是都到了不造反就活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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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地步，絕不可一概而論。在很多革命根據地，如鄂豫皖和江西蘇區，都存

在不肯革命的「土圍子」，其中的農民，寧可跟鄉紳走，也不肯革命。連江西蘇

區的紅都瑞金附近，都有這樣的土圍子。事實上，即使是十分貧困的農民，讓

他們選擇造反，也有相當的難度。對他們而言，賣兒賣女和離鄉逃荒，都是比

造反更適宜的選項，「上梁山」往往是最後無奈的選擇。比較一下現在的情形，

那些被強拆房屋流離失所的市民，很多人做出的最「激烈」的反抗方式，也就是

寧願自焚或跳樓，而沒有將暴力直接指向壓迫者，可謂古今一理。

這就是為甚麼在紅色革命之初，中共中央一直強調要排斥「流氓無產者」，

但具體的革命發動者卻始終要依靠流民的緣故，因為只有這些「身無牽掛」的少

數人，才會在一定條件下真正將暴力付諸實行。例如，1927年10月，湖南地方

黨一份題為〈流氓無產階級運動〉的文件如此分析道cl：

流氓無產階級在中國各大都市中的確佔有很重要部分，其群眾既多、其作

用亦甚大。可惜本黨自來不甚注意這部分勢力，致他們多為反動派利用，

好在漢口、常德各地尚未受多大影響。漢口有青紅幫、有仁義兩堂；常德

則有二十八幫，津市分上河幫、下河幫，長沙有仁義兩堂。他們的組織既

嚴密而且紀律甚好，我們只加以宣傳，並且要派同志進去活動（同時吸收他

們中間的同志入黨），必能為我黨所用。⋯⋯擬派人去宣傳，並告以在都市

中暴動的方法：（一）暗殺政府人員及軍官（他們所反對的貪官污吏）；（二）

綁票；（三）搶劫；（四）破壞交通（無論水道鐵道）；（五）燒洋房子。此事極

易進行，而社會上必發現恐怖狀態。⋯⋯要求黨中：（一）各地黨部須與他

通聲氣；（二）下令各地黨部代為宣傳，使社會上知道這不是犯法行為，乃

革命暴動之一種方式。

但是，對於一場大規模的農民革命，流民頂多可以作為「革命先鋒」，而廣

大的「革命群眾」則是絕不能少的，否則鬥爭的規模難以擴大，鬥爭的動力也難

以持續。對於普通農民而言，「造反」有兩個心理障礙，一是人命，二是戕官。

殺人償命，是農村社會的道德底線，不到實在無法忍受的地步，沒有人會輕易

殺人；而殺害朝廷命官，則是天大的事。很多已經落草為寇的綠林好漢，都不

輕易殺官。對他們來說，一旦走上這一步，就沒有退路了。

革命者也深知這兩層心理障礙為鬥爭發動的關鍵，1927年12月，湖南的一

份韻語宣傳品如此鼓動cm：

共產黨，工農兵，同甘苦，共死生，切莫要把界限分；大家牽ç手，

大家同ç心，歡呼暴動要大聲。共產黨，工農兵，開大會，下決心，殺盡

土豪和劣紳；吃他們的肉，挖他們的心，沒收財產大家分。共產黨，工農

兵，殺財主，要毒心，活抓官吏油鍋烹；廢除了苛捐，取消了釐金，大家

享福子而孫。

軍官扣剋餉，要餉就要殺官長。

多多搶點錢，回到家去好過年。

來！來！來！來關餉，先殺軍官後開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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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得多麼生動、多麼合情合理、展示的圖景多麼燦爛，如果沒有使農民捲入行

動之中，讓他們親身體驗革命，障礙永遠都是障礙。

二　鬥爭改變認同：「政治行動主義」

共產革命是中共黨團組織通過運用階級話語改造自身，同時改造農民、工

人群體的觀念世界與認同結構，灌輸「階級鬥爭」與「土地革命」等觀念的過程。

鬥爭的發動和認同的改造是同步進行的。革命組織中存在的多元認同結構影響

到成員吸收，削弱了組織的凝聚力和動員效力，制約Q其深入傳統社會結構中

發動打破既有經濟、政治與文化格局的能力。更關鍵的是，動員對象的認同結

構對「階級鬥爭」的觀念和手法是抗拒和封閉的。革命組織者從一開始即認識到

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他們意識到這種多元的認同結構造成的危害；當他們為

發動地方性政治鬥爭而分析形勢時，往往也非常關注地方社區中的認同狀況。

那麼，革命者如何改變這種認同結構呢？

（一）以組織生活製造組織認同

石川禎浩的研究指出，在建構主義視角的觀照之下，中國共產黨早年的歷

史，並非一個「誕生」的過程，而是一個「形成」（making）的結果，因此並無確定

的時刻或標誌性的事件來確定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完成cn。從組織形態的層面來

看，這一說法是大體成立的；而在組織認同的層面來看，就更是如此，因為「認

同永遠都不是一個先驗的東西，也從不是一個已完成的產品，它只是一個達到

整體性形象的一個問題化過程」co。

中共從1920年代早期以知識青年為主的、具有濃厚感情因素的研究型知識

團體，轉變為一個靠信仰維繫的、具有強大動員能力的革命性組織，是一個跨

度以十年計的漫長過程，這種轉變既是蘇俄向中國輸出革命的戰略中的一個內

容，也是中國內部的「鬥爭政治」演變推動的結果。

從1920年代開始，蘇俄就開辦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和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

學等機構，培訓主要來自中國的革命骨幹。這一批人中尤其是其領袖，對於從

理論上探討革命問題大多表現出輕視的心態；相反，他們致力於實幹的革命，

這也是蘇俄培訓他們的用意。負責管理這些學生的中共旅莫支部的指導思想

是：「我們是來這P受『訓練』的，不是來這P做『學院派』。所謂訓練就是開

會、批評，所謂做學院派就是學俄文，看理論書。」cp學生中的領袖都看不起

理論派，或者埋頭學俄語的人，他們如果要諷刺一個人，就稱其為「教授」或

「孔夫子」cq。

這些人回到國內，同樣將這種風氣表現出來。李達回憶中共二大時，「從蘇

聯回來的青年團員學會唱國際歌，行動也很敏捷，帶來了一些新作風。他們看

到我們國內這些黨員儼然是學者式樣，他們就送我們一個綽號。叫做『學究

中共從1920年代早期

以知識青年為主的、

具有濃厚感情因素的

研究型知識團體，轉

變為一個靠信仰維繫

的、具有強大動員能

力的革命性組織，這

種轉變既是蘇俄向中

國輸出革命的戰略中

的一個內容，也是中

國內部的「鬥爭政治」

演變推動的結果。



紅色革命中的 51
「政治行動主義」

派』。」cr改造「學究派」是將中共塑造成一個堅強的革命組織的重要方式。北京地

方黨的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cs：

知識份子認為自己非常重要，而無產階級則微不足道，他們這種傾向極為

明顯，結果就成了工人革命運動的極大的障礙⋯⋯面臨ç需要立即ç手解決

的兩個重要問題，第一，怎樣使工人和貧民階級對政治感興趣⋯⋯第二，

怎樣打消他們想成為學者並進入知識界的念頭。

這種傾向後來走到極端，甚至喊出了「讀書即不革命，不革命即反革命」的口

號ct。然而卻不得不承認，正是這種改造，使得學生中埋頭讀書、不問世事的風

氣大變，黨組織中也帶來了新的活動能力，尤其是他們在培訓中學得了一套新

的從事街頭政治與秘密政治的技術與動員手法。

改造的最主要方式是過「組織生活」。在這種組織生活中，批評與自我批評

佔了主要地位。這種方式可以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共旅莫支部的文件〈訓練工作指

導綱要〉為代表，這項〈綱要〉要求黨員「應該消滅家庭、地域和國家的觀念」；「消

滅在感情基礎上的團結」；「致力於消滅知識份子的惡習」；「必須隨時隨地相互

糾正錯誤思想和行為」；「每個同志必須至少同另外兩個同志發展密切的關係（不

包括本小組的同志），以便在我們的同志中間實現團結」；「組織利益就是個人利

益，我們一定不能由於個人利益而妨礙組織的前進」；「同志的生活和意志一定

不能建立在個人信念和個人意志的基礎之上。根本沒有個人生活個人自由意志

那樣的東西」dk。這是黨所要實現的改造目標，而實現這種目標的手段就是不斷

加強黨的內部組織生活的頻率和黨團成員與組織聯繫的強度。在這種頻繁的組

織生活中，成員之間進行不留情面的批評dl，其運用的話語資源則是共產主義、

唯物史觀、世界革命和革命道德等知識dm。

「組織生活」除了意味Q頻繁的內部集會討論和批評與自我批評之外，還通

過儀式、象徵符號體現出來。一個例子就是黨團組織一再強調黨費、團費對於

加強成員與組織之間關係的重要意義dn。「黨費」和「團費」不僅僅是金錢，實際上

更是一種「象徵符號」，它代表Q黨和團組織對於其成員的控制程度與廣度，黨

通過組織手段不斷嚴厲催收黨費團費，也就是在反覆喚起其成員對於組織的認

同感，使其意識到自己與組織的犧牲、奉獻和效忠關係。如北京團組織指出團

的渙散狀況：「本會的教育甚為緊要，近二年來內部渙散實由於此，蓋大多數同

志均不明本會意義，故無興趣。所以他的做事行動，好像與本會漠不相干。」do而

其改造措施是：「1、以必死的決心，催收團費；2、強制的推銷團刊及《中國青

年》。」dp其結果則甚為滿意dq。在農民協會的建立和活動過程中，革命組織者也

充分認識到了繳納農會會員費對於增強農民對農協的認同的意義：「為使協會與

會員關係密切起見，會費之徵收，實不容放棄。會費尤以徵收月費為宜，因為

會員每月繳納月費，不特協會經濟賴以維持，而且會員心目中常與協會發生聯

繫不能分離，感情不至淡薄，會務漸知注意。」dr

中共的黨團組織不斷努力加強紀律性，對於渙散的現象進行嚴格的批評，

並且將這個問題提高到「破壞革命」的高度而必須進行整頓的地步ds。還有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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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百年中國與世界 黨組織發起了競爭性的評選，通過給予榮譽等方式來促進黨團員對組織生活和

活動的熱情dt。通過黨給予的「榮譽」和「羞愧」等情感的暗示，同樣增強了成員對

於組織的認同。黨組織還加強對成員的調查，對每一個黨員、團員的才幹、長

處和弱點甚至其關係網絡都分門別類ek。一方面，這便於對每一個成員才盡其

用；另一方面，也無形中增加了成員對於組織的情感，形成共同體中的熟悉感

和依附感。

經過這種批評與改造，其結果是中共完全從一個情感結合的團體轉變為以

信仰凝聚的團體，成員不僅對於黨和團的基本理念完全接受，而且對於黨和團

的組織行為方式也習以為常，基本融入了這個團體。因此，他們也完全成為

「黨」和「團」的人了：「有些同志這樣感覺：『入黨以後似乎到了另一社會，舊有

的一切社會關係都斷絕了。』」el正是在這些嚴酷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中，黨員不斷

反思自己對於黨（而不是個人）的忠誠度，對於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執行力

度和有效性，以及對於同志的「認識」，使他們在心理上時刻將「黨」作為「對話」

的對象，建立起心理上的依賴與歸屬。

自此以往，個體的獨立「自我」被徹底摧毀，親情、鄉情、友誼和同事情誼

均消解於對革命事業的宏大認同中，而在這片個體的心理廢墟上，「組織關係」

成為他們新的「自我」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已被這套改造機制從傳統人

際關係和共同體認同中連根拔起，成為革命組織中的一個零件、革命事業這棵

大樹上的枝葉，他們只能從組織的目標與活動中尋求一己生存的意義；一旦失

去「組織關係」，這些人頓時成為心理上無所歸依的浮萍或枯黃的落葉，以致到

後來，「開除出黨」成了對他們最大的心理傷害和羞辱，也是最嚴重的懲罰。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共在後來漫長的革命和執政歷程中發動了不計其數

的非常嚴酷而頻繁的黨內政治鬥爭，卻並沒有削弱其組織作為整體的凝聚力，

因為在一個由大寫的「黨」與虛寫的「個人」結合而成的組織結構內，「鬥爭」本身

就是創造個人對黨的認同的一個關鍵機制，最終是對黨的認同徹底消化了個人

的人格、情感和個體利益。革命時期的每一個黨員幾乎都經歷了這一機制的鍛

造，才能在組織中留存下來。

組織的改造和對組織的認同的形成，對於革命動員具有極為深遠的影響，

試想，當這些原本因同鄉、同事、同學甚至親緣等個人情感關係而匯聚到一起

的成員，現在因組織認同與革命信念而熔鑄成一體之後，或出於觀念差異和對

革命策略理解的不同，或因為黨內權力鬥爭的需要，或僅以個人情感好惡，而

對自己身邊日常聯繫頻繁的同志尚且可以不顧情面地運用僵硬的政治話語進行

嚴厲批評、無情鬥爭甚至肉體消滅（「肅反」），那麼對那些他們出於革命教條或

階級意識而憎惡的革命對象，鬥爭起來就更無情感和心理上的顧忌，這為他們

主導的「赤色恐怖」大行其道掃清了一切心理障礙。即使對動員對象（或需「解放」

的對象）——農民和工人，如下文材料所揭示的，革命組織者亦可以純出於動員

的目的而對其心理與動機進行冷酷而理性的分析，並以一切可行手段加以利

用。當他們認同了革命組織及其信仰，組織提供給他們的偉大革命目標本身已

是最高的倫理，可以解除他們日常倫理上的束縛，也為他們提供了擬想中的「拯

救」他人而產生的心理愉悅（euphoria）。

在一個由大寫的「黨」

與虛寫的「個人」結合

而成的組織結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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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暴力鬥爭瓦解和製造認同

革命者要打破傳統社會結構，首先就需要打破傳統的認同，按照革命的意

識形態建立起新的「階級認同」來「橫切」這些舊的多元認同。只有如此，農民和

工人才能團結起來進行集體鬥爭，其鬥爭對象才能明確指向「地主豪紳」和「工

頭」。但在實際鬥爭中，多元的認同並不完全是革命動員的阻力；相反，在很多

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革命者也利用這些傳統的認同來發動鬥爭，但終極目標是

瓦解和改造它們。「鬥爭」是他們瓦解傳統認同的策略和手法，而傳統認同的瓦

解反過來促成了更大規模的鬥爭。

湯普森（Edward P. Thompson）在研究了英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歷史後認為，共

同的生活經驗和鬥爭活動促成了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只有形成了「階級意

識」，「工人階級」才存在em。瓊斯（Gareth S. Jones）的研究也顛覆了那種認為經濟

上的不滿催生工人階級的意識和英國憲章運動的傳統看法。他斷言憲章運動並非

對於資本主義變遷的回應，而是激進的政治話語的產物，這種話語限定了參與者

及其運動目標。一句話概括，不是（階級）意識（或意識形態）產生了政治，而是「政

治」產生了意識en。「政治」即「鬥爭」，不管是小規模的、零星的、沒有明確規劃

的集體行動，還是有明確的觀念指導的社會運動，乃至大規模有組織的革命；不

管是農民的抗租抗稅還是工人的罷工遊行與學生的罷課抗議，都是「鬥爭政治」的

具體形式，這些鬥爭都可以在過程本身創造出新的認同。如巴特勒（Judith Butler）

所言，行為者（doer）是在行為（deed）之中與行為過程中被不斷地建構的eo。

在中國紅色革命運動早期，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對於「鬥爭」的作用始終有Q

清醒的認識。但在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早期，由於「統一戰線」的策略約束，他

們有意識地限制鬥爭的形式、規模和對象，避免引起統一戰線的分裂。一般來

說，早期的革命者並不急於利用農民內部次級群體（如富農、中農、貧下中農與

僱農）之間的利益衝突和分化來發動鬥爭，甚至也沒有將全部地主階級作為鬥爭

對象。但隨Q統一戰線的分裂，沒有掌握大量武裝的一些中共領袖意識到可以

通過劇烈的「鬥爭」來分化農村社會，汲取巨大的人力資源，形成自己的革命武

裝，由此，「鬥爭」成為以「土地革命」為訴求的大規模社會革命的一個關鍵機制。

在「國民革命」走向分裂、「土地革命」提上議事日程的轉折時期，一份具有

代表性的文件揭示了革命者所理解的暴動對於政治動員的關鍵意義ep：

⋯⋯群眾以及一班人，對於爭鬥說來，無所謂膽小，無所謂膽大，而且個

個人都是貪生怕死的。⋯⋯但若有一種環境的逼迫，生活的逼迫，他會立

刻膽大起來。群眾之參加暴動，是由於他的日常生活中的迫切要求，一步

一步地爭鬥，一步一步地運動，而走上暴動之路的。到那時，一則勢成騎

虎，不能抵制，再則只有兩條路擺在面前——革命與死亡，即是說，只有

暴動才可求生。同時因為在爭鬥中，所以還使他憤恨填胸，勇氣倍增，且

現出一種熱烈的情操，向前奮鬥。再加之以我們的煽動興奮，和種種醞釀

騷亂局面恐怖局面以及壯大膽量（如造謠）的預備，群眾便有無法無天的膽

子，可以殺人打戰，暴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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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或「左稚」之舉，但更多的歷史材料表明，這些鬥爭手法在不同時期是非常普

遍的，關鍵是它對革命動員具有巨大的作用。在整個蘇維埃時期以及後來的歷

次土改運動中，分田分地的鬥爭大會都是必須召開的，而且一般都伴隨Q直接

的暴力，當場行刑殺人eq。如此一以貫之的政策和手段必然有其運動邏輯。我們

認為，這種鬥爭形式產生的動員效果至少有如下三點：

首先，嚴酷的鬥爭（往往是「赤」、「白」兩種恐怖主義反覆在同一地區拉鋸式

地發生）使得農村的各種群體被迫陷入壁壘分明的敵對陣營，經過「鬥爭」之後的

社群再也難以維持原有村社共同體中的關係，鬥爭激起的「敵我」區分，在很多

地區成為支配農村生活的主要認同邊界。暴力鬥爭強化了雙方的仇恨，促成了

部分農民的「群體意識」，也即形成了「我們」與「他們」的區分意識，這個「我們」

中包括了「我」和「與我一起」鬥「他們」的人，當然包括了中共，因而農民群體意

識的形成也鞏固了底層農民對中共的認同。

其次，捲入鬥爭的個體因為參與公開的暴力行為之後再也沒有退路，他們

即使想與地主勢力妥協，中共也將以暴力手段嚴厲清除這些妥協者。在這種政

策下，想妥協的群眾幾乎無路可走，他們說，「我的腦殼三個人要，不送租土豪

劣紳要，送了租共產黨要」er。站在中共一邊的農民大部分從此成為中共發動更

大規模運動時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從被動的革命動員對象轉化成了積極的革

命者。在對縱貫整個革命進程的各種動員形式進行分析之後，劉瑜非常深刻地

揭示了這一轉化過程的心理機制：「為甚麼中國的政治動員者往往強調幾點：捲

入越多的參與者越好；參與的方式越個體化越好；個人參與的方式越公開化越

好」？因為es：

這幾個特點加起來，用以確保社會大多數成員在政治運動中有一個或者多

個「個體承諾」的時刻，從而將這些人架上「虎背」。捲入盡可能多的參與者

意味ç大多數社會成員都被取消了中立權；個體化的捲入意味ç參與者不

能以匿名方式參與，而必須「一個一個過關」；公開化的參與則意味ç這些

捲入鬥爭的個體參與

公開的暴力行為之

後，即使想與地主勢

力妥協，中共也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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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北京農民召開鬥爭惡霸地主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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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承諾被其他人見證，從而加大了逆轉承諾的心理成本。⋯⋯正是人為

地給俘虜們製造一種認知衝突情境，從而讓他們從行為倒推出信念——先

誘導「你」從行為上成為「我們」，然後「你」就有可能由於認知衝突而從信念

上倒向「我們」。

在早期的土地革命中，我們可看到黨內文件頻繁地指示地方組織者進行鬥

爭時，要誘使甚至迫使地方農民親自公開參與暴力鬥爭：「我們的策略應該是在

反動軍閥未來時，公開宣傳改造農協組織工農革命軍，殺捐棍土劣，焚燒其房

子，沒收其財產（這些均須由廣大群眾的提議和動手，不可單用少數人的主張和

武力）等工作。」et公開組織以貧農為骨幹的農協並公開召集農民大會之後，這些

場所成為農民「站隊」的「劇場」，同時也成為篩選積極份子的機制：「勇敢之工農份

子無條件的大批介紹進來，尤其是在某一處鬥爭之後，那些勇敢的暴徒，可以

介紹入黨。他們找到正確的出路之後，能更加勇敢的奮鬥，加強黨的力量。」fk

在海陸豐蘇區，鬥爭的初始階段，「蘇維埃政府要撥給兩塊大洋賞給施刑的赤è

隊員，半個月後，不須要賞金，赤è隊員要殺一兩個反革命份子雪恨。」fl

積極份子通過暴力鬥爭湧現出來，而這些積極份子反過來又加劇了鬥爭的

規模與殘酷程度，他們拉動Q運動向更極端的方向發展，因為只有這樣，他們

才能繼續保持「積極份子」的身份和地位，並不斷獲取利益。這是一種自然的機

制，我們可以看到在歷次的各種形式的運動中，總會出現愈來愈「左」或「過火」

的趨勢，而這並非「政策」脫離「現實」或政策具體執行者「錯誤理解」政策制訂者

意圖的結果；毋寧說，它是暴力鬥爭這一運動形式本身的邏輯的產物。

再次，這些公開進行的暴力鬥爭在農村社區中造就了一種以「鬥爭」和「敵

我」區分為特色的革命文化，並深入到農民的日常生活，使革命動員所依賴的符

號象徵佔據了公共空間。革命標語、口號與鬥爭行為一起改造了農村的文化生

活，為形成新的認同提供了符號資源。經過口號的提煉與聯繫，農民對共產黨

和國民黨作了鮮明的區分，而農民尤其是最底層的農民，對於共產黨建立了堅

定的信任，認其為自己人（「我們」），甚至連兒童遊戲也滲入了階級鬥爭與階級

認同的內容，可見公開的暴力鬥爭對於認同具有強大的塑造能力。

（三）以階級話語的世界性改造鬥爭的地方性

畢仰高（Lucien Bianco）曾指出，農民騷動的第一個特徵是其階級意識很弱，

其行為具有防è性（defensive）；第二個特徵就是「革命中農民的要求是具體的

（concrete），具有地方性，而非抽象、普遍的」fm。這一判斷對中國農村社會也同

樣適用。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前述分析中涉及的地域、宗族認同也是在革命進

入傳統社會之前，社會中的衝突發生的框架：鬥爭大多循地域、宗族、族群等

共同體邊界展開，並不存在統一的階級認同，更不存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共

產革命大戰略中的「世界革命」想像。因此，革命者的策略就是在地方性鬥爭與

世界革命的想像中建立起聯繫，將地方性衝突轉化成階級鬥爭的動力是此種聯

繫的中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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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的情境和條件下往往可能演變成地方群體性事件，形成大規模的暴力衝

突，諸如家庭內部的糾紛或個人之間的恩怨因牽涉到不同家族而釀成宗族之間

的衝突，兩村之間因為灌溉或爭地界等原因而演變成村鄉之間的械鬥。儘管這

些事件可能衝突規模很大，但本質上說仍然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日常治理中經常

面對的治安矛盾，並不具有政治意義。恰恰是那些具有政治意義的經濟衝突，

如佃農、僱農與地主、僱主的矛盾，或資本家、工頭與工人群體的矛盾，卻往

往不是以群體衝突的形式出現的：分散的佃農、僱農就如分散的工人一樣，很

難聯合起來組織集體行動；相反，這種經濟意義上的利益衝突的力量卻被家

族、族群和地域同鄉邊界分割和削弱。

革命者面對這種局面，從一開始即清楚這些既存的地方性界限切割和阻礙

了統一的農民和工人運動。早在1925年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上，革命組

織者就呼籲fn：

農民協會是農民階級的大本營，以與壓迫階級對抗的⋯⋯協會所謀的利

益，只是農民階級的利益，協會的仇敵，只是農民全體的仇敵。⋯⋯它沒

有姓王姓李之分，亦沒有鄉界村界之別，⋯⋯也不論是男是女，只求其是

農民，利害總是一致的。故此我們須根本認清農民協會是代表農民利益的，

一切姓、族、鄉、區、縣、省、國的界限也沒有。

〈湖北省農民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傳大綱〉用更通俗的語言表達了同樣的塑造

階級意義上的農民之意圖：「農民協會既然是我們種田老的一個會，為我們種田

老解除痛苦的一個會，我們種田老，無論是姓張的姓李的，湖北的湖南的，痛

苦都是一樣，我們真正是患難的兄弟，當然沒有甚麼地域的界限，也沒有甚麼

家族的界限⋯⋯」fo然而，革命者的鬥爭策略卻是雙向的：一方面要不管衝突的

性質為何而利用這些日常矛盾發動鬥爭，並盡量擴大鬥爭規模；另一方面也特

別注意引導運動，扭轉其原初的鬥爭方向，打破鬥爭的地方性界限，賦予這些

日常矛盾衝突以普遍性的「階級鬥爭」意義，甚至是「世界革命」的意義，從而使

各種零星偶發的日常矛盾得以轉化成為「鬥爭政治」的動力。

海豐農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契機，是一個會員因為家庭糾紛（家中童養媳暴

斃），牽涉到外族的衝突，此時農會出來為其「撐腰」，一場本來將降諸這位會員

的迫在眉睫的大禍，消弭於農會的干涉之中。從此，農民都認為加入農會「無人敢

欺負」。「當農民協會未被解散以前，農民團結的勢力使一般平時以壓迫農民為

事者都怕起來了，以故有甚麼事如打官司，被派軍餉，被拉夫，在街口上同人

口角，農民就把農會會員證出示於人，表示我是農會會員。」fp在這一事例中，

彭湃等農協領袖就是在有意利用農村社會的日常生活矛盾鞏固農民對農協的認

同，進而據此發動更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在學生運動中，革命者則往往利用學

校治理中的矛盾，如伙食質量問題、考試問題，甚至校紀過於嚴格等問題，發

動學生罷課遊行，進而在鬥爭過程中加入階級鬥爭的內容。

但革命者更多的是利用經濟矛盾來促成政治鬥爭：「各地發動暴動必須用各

種不同方法去惹起各該地農民普遍的起來暴動。如龍岩、永定、建甌、崇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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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可用抗捐抗稅，不還債等問題。閩南濱海一帶，用反抗煙苗捐等題目，鼓

起暴動。從經濟鬥爭，進為政治鬥爭，擴大成暴動。」fq每一地都有當地政治生

態中產生的具體而個別的衝突，有其特有的衝突「議題」，一個地方可能是租佃

矛盾激烈，另一個地方可能是政府與軍閥需索嚴苛，還有的地方可能是宗族敵

對嚴重，而革命者的策略首先就是分析當地顯在而激烈的這些地方性衝突，加

以利用，並引導到一場統一、具有普遍意義的「階級鬥爭」的道路上去。

前述永定暴動中，城鄉地域衝突的性質成為發動農民／地主之間階級鬥爭

的障礙，因而黨內文件分析道：「『殺盡城內人』的觀念，有地方主義的傾向，如

不糾正，可以使農民群眾不知不覺中，a、忽視本地或別地的豪紳地主，b、忽視

聯合城內的手工工人。城內固然是豪紳及一切反動派大本營，固然城內的商人

大部分是兼地主及重利剝削者，但是城內無論如何總有許多手工工人和貧

民，⋯⋯豪紳地主固然大部集中於城內，但城外各地也有很多豪紳地主，我們

要使農民不忽視。」所以，革命者相應的策略是：「『殺盡城內人』的口號，我們

應加上階級的意義，改為『殺盡城內豪紳地主』！」fr這即有意通過口號來引導鬥

爭的方向從城鄉地域衝突轉向農民／地主的階級衝突。

最能體現革命者有意將日常生活矛盾與痛苦引向階級鬥爭甚至世界革命想

像的例子可見諸湖北、江西等地的地方性事件中。1925年夏季，湖北普遍發生

大旱，此時，湖北黨團組織發出宣傳綱要，指示黨團員「利用此次全省旱荒，從

政治經濟制度的罪惡去解釋旱荒的原因，使農民確認帝國主義、軍閥、官僚乃

至地方劣紳土豪、地主財主之罪惡，並應相機組織各種團體（如農民協會、民食

維持會、平糶局）為農民實際生活利益而奮鬥」fs。江西1926年夏季的水災事件

中，江西黨團組織的宣傳大綱中更詳細地解釋了如何將水災歸因於帝國主義與

軍閥統治ft。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災害就是「老天爺不賞飯」，他們無法想

像自己目前遭受的具體苦難和遠在千里之外的外國租界、和從未謀面的「洋人」

有何種關係，而在新的階級話語中，這種事件被表達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所造

成。

然而，我們也發現，在有些事例中，不管如何運用階級鬥爭的話語引導地

方性事件的發展方向，鬥爭的地方性（地域、宗族和族群衝突的性質）也始終運

行於鬥爭的進程之中，此時革命組織者往往歸咎於地方同志引導不力。如1929年

8月，閩西象洞爆發平糶鬥爭gk：

鬥爭形勢最初是向公嘗求賑，繼則將公嘗米穀平分，以後更發起大規模平

糶，有的農民更向地主要穀。此時鄉中一般富豪地主非常恐慌，⋯⋯一般

群眾革命情緒非常高漲，可惜當時武平縣委不能適應群眾要求，沒有及時

提出鬥爭口號，使鬧賑鬥爭轉變到分穀鬥爭，使鬥爭對象由公嘗管理者轉

變到地主富豪以發動更廣大群眾起來創造暴動局面，徹底實現土地革命。

這個時機過去，農民鬥爭仍然停頓在鬧賑口號之下，使農民失望而致內部

發生糾紛，變成姓族地方衝突。

在中國的革命運動中，可以說幾乎一切「鬥爭政治」的起源均是地方性的，

不管是鄉村還是城市，不管是農民、學生還是工人運動，除了少數明顯具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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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但革命者的成功之處也恰恰是充分利用了這些地方性事件的動力，並將

鬥爭的方向引導到以土地分配為核心的階級衝突上，從而一方面擴大了鬥爭的

規模，另一方面在鬥爭中建構了新的認同。

但無論如何，共產革命中的「世界革命」這一想像，在地方性的「鬥爭政治」

中並未形成，即使各地蘇區政權在其政治實踐中竭力描繪一幅「世界革命」的圖

景，以論證共產革命在中國的宏大合法性，但蘇區的農民認為「蘇維埃」乃「蘇兆

征」的兄弟，稱呼蘇維埃為「埃政府」等等細節也表明，這一套世界革命的話語並

未取得農民的認同。也許只有到1949年以後，借助更強大的意識形態機器的宣

傳和冷戰的國際背景，尤其是文革的一套宏大的世界革命話語，中國的普通民

眾才真正接受了中國革命的「世界性」表述，中國以這種方式進入了現代性。

其實，革命的論說，不見得要被論說者理解其內在的含義——農民並不理

解「帝國主義」的內在含義和與之相關的一套宏大抽象的政治經濟x事gl，但他們

可以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下，為Q具體的利益與地主和其他群體進行鬥

爭。國民革命的農運高潮期間，中共的報告中承認gm：

還有一個更為普遍的口號，在一般知識份子看來，簡直是笑話，即是「廢除

不平等條約」 與「平等」 ，農民口中所說的不平等條約不是甚麼南京條約、

辛丑條約，而是關於苛刻爭取地租的「佃約」 ，如最流行所謂「東七佃三」 及

「無息押金」 、「田雞」 、「田鴨」 、「田蛋」 、「田草」 gn，逢時逢節「送人情」

給地主，遇地主婚喪，有作工不受工資的義務等苛例陋規。這些在農民尤

其是貧農以為便是革命政府所宣傳要廢除的不平等條約，看來真是好笑——

可是這其中含有貧農要求土地的意義。

實際上，革命話語主要是要提供一種行動的藉口：當人們已經進入了行動

之中時，他們急需一種說法，為自己看似荒唐的行動或者說為他們以前的日常

生活中絕不可能做出的行動提供一個解釋，以說服和開脫自己，一方面緩解這

種「逆常行為」產生的心理焦慮與緊張，另一方面為進一步的行動提供導向，這

就是社會心理學所說的「認知協調」和「合理化」等心理機制。只要是能滿足這種

需要的論說或者宣傳，對於動員效果來說都是「好」的論說和宣傳。這樣的論

說，往往是一種簡潔明快的口號。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行動，再好的宣傳都

歸於無效，唯有行動起來，話語才能實現其實踐的功能。

三　結論：認同的轉變與鬥爭的動力

本文並未主張認同結構的轉變是中國共產革命得以發動的原因，中國革命

無疑服從一種複雜的多元因果關係（如需要考慮中國所處的國際背景和國內的高

層政治鬥爭走向），但我們認為中國革命的「鬥爭政治」中最關鍵的制約因素之一

是認同的多元性，即認同的邊界主要依據地域、宗族、族群或者其他情感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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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當革命者成功地打破這些認同邊界，並以他們擬想中的「階級」（根本而

言是「我們」VS.「他們」的敵我區分）這一共同體「橫切」或瓦解這些共同體的認同

邊界時，革命即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空間，「鬥爭政治」的目標往往得以實現。

在革命的歷史中，鬥爭的動力之一是認同的瓦解與形成。在理解中國革命

的進路中，一種進路認為中國爆發革命是因為中國社會內部具有充足的革命

潛能，如國際因素參與的現代化進程導致農村的衰敗和經濟矛盾形成結構性

的衝突，當這種矛盾激化到一定的程度，也即革命潛能突破社會結構的容納限

度時，革命爆發了，因而革命是自然到來的；另一種進路則強調革命者的能

動性，強調革命者利用一套鬥爭策略和手法充分地調動起農民中某些群體理

性認知中的利益，動員了這些利益驅動的群體加入了革命陣營，在這種進路

中，中國革命是製造出來的go。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我們試圖尋找一種結合這

兩種進路的理解中國革命的思路，即從結構的角度看，認同的確制約了集體

行動、社會運動和革命的爆發和發展方向，但從行為者的角度看，打破和製

造認同是革命者的一個重要鬥爭策略和手法，他們通過認同這一機制充分發

揮了其動員的能動性，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社會結構，從而成功地貫徹了自己

的革命意圖。

需要強調的是，所建構出來的「認同」並不一定就是嚴格符合革命意識形態

定義的那種「階級認同」，考諸歷史將發現這種認同通常是以「我們」VS.「他們」的

形式存在，這種認同中存在具有明確意識的「我們」與「他們」的區分，但「我們」

與「他們」這二者的邊界線既是明確的，又在不斷移動，界定「我們」的那條界線

因為鬥爭策略的改變而不斷收縮與擴大，由此我們可以在兩個方向上理解中共

革命的歷史：一個方向是「統一戰線」的變動，擴大統一戰線意味Q將更多的非

革命群體甚至原來的「革命對象」納入「我們」的界限之內，反之意味Q將一些群

體驅除出「我們」的陣營；另一個方向是在具體的鬥爭場合中，有時為增強鬥爭

的力度和廣度而將更多的群體劃入「他們」的範圍，有時為降低鬥爭的阻力而縮

小「他們」的範圍，如「土地政策」打擊的對象，在「豪紳地主」、「所有地主」、「富

農」等群體範圍內如何收縮或擴張，就取決於具體的鬥爭策略。

最後，很多研究表明，經歷了漫長的革命後，中國社會中仍然未形成明確

的階級認同，即便眾多農民出身的資深革命者都自以為是「無產階級」，但對於

「無產階級」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些人也未必清楚。嚴格說來，他們只是分出了

「我們」和「他們」，敵和我。但至少可以說，革命曾經成功地製造了革命政黨的

政黨認同，也大大削弱了革命參加者的地域認同和親族認同，可是「我們」的邊

界，卻不因階級認同而明晰，這也是為甚麼在後來的革命中，參加者會不斷響

應領袖的號召，把愈來愈多的「我們的人」打成「他們的人」的緣故。

革命消退了，但革命的遺產卻未得到很好的清理。原本就含糊不清的階級

論說，還有可能被利用來切割社會，而「敵我」概念，也還是某些人看問題的

基本視角——總是擔心所謂「敵對勢力」顛覆「我們」的政權，而「我們」的範圍如

何定義，卻由少數的政權實際擁有者根據其利益和觀念而定。更重要的是，行

動主義這種沒有底線的實用主義精神，還在政治領域肆虐，吞噬Q改革文明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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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漫長的革命後，中

國社會中仍然未形成

明確的階級認同，嚴

格說來，人們只是分出

了「我們」和「他們」，

敵和我。但至少可以

說，革命曾經成功地

製造了革命政黨的政

黨認同，也大大削弱

了革命參加者的地域

認同和親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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